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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一直是中国这个现代民
族和国家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22年度的
少数民族小说创作中，创作者们紧贴现实历史脉
搏，积极梳理不同群体对时代历史变化作出的复
杂情感反映，关注着地方性知识的现代化传承。
各类题材作品纷呈迭出，成为了时代演进中的靓
丽符号，彰显出民族文学强劲的发展魅力。在主
题上，既有书写主旋律层面的宏大主题，凸显主
流价值认同、民族和国家凝聚力的力作，也有表
现现代性在不同民族文化中的不同反映、彰显日
常人文、倡导扬善求进的佳作。可以说，现代性
与民族性的杂糅，大致囊括了当下少数民族小说
创作的景观。在这背后，是复杂多样的民族语言
文化思维和认知方式、多元的文化样态和纷呈的
民族历史记忆在发生着效应。少数民族小说创
作的旺盛活力使得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得到有力、充分的彰显。

地方性知识与现代性实践

在全球化的浪潮下，现代化的进程在不同的
地方有着不同的征兆，如何让传统文化走出困
境，找到出路，是不同民族、国家面临的共性问
题。在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多样性的地方
性知识成了我国多元文化的底色。地方性知识
的现代性实践也促成了民族文化强劲发展的态
势。这一点在本年度少数民族小说创作中得到
了生动的反映。

藏族作家觉乃·云才让的《藏香师》是一部书
写家族记忆和精神寻根的小说。小说以洛桑顿
珠一家为延续家族藏香世家使命为线索，以对传
统技艺的传承、对生命责任的担当为主题。小说
中，不但有藏族民俗生活的细节刻画，更多的是
对生命精神的理解。如洛桑顿珠一生都在努力
寻求一种传说中的神草“吉布桑”，只要采摘到那
种草药，他认为就可以制作出与众不同的藏香。
可事与愿违，牺牲了朋友和朋友的女儿，自己也
郁郁而终。其实，这种药根本不存在，在他儿子
诺布看来，“吉布桑”其实是一种对生命的领悟：

“让我们走出去，认识自己，见识大地，感悟众
生。大自然只是借藏香师之手，把这些香料组合
在一起，一个好的藏香师，应该屏除所有的欲望、
杂念，只把自己看作自然的一部分，和香料一起，
浑然天成，与香烟一起，烟消云散。”小说的深刻
之处在于，作者并不回避民族传统受到冲击而带
来的迷惘和焦虑。小说中的人物也并不是固守
传统不适应变化，而是在这种变化中，寻求到一
种“平衡”。如主人公诺布在酒吧驻唱，面对灯红
酒绿，他并未失去自我，随波逐流，而是还完家中
的债后，放弃做歌手，重新做回藏香师，追求一种
精神的回归。

土家族作家陈步松的中篇小说《天境行》主
要以一位传统木匠毕生追求传统建筑最高境界
为主线，讲述传统技艺在三代人身上的不同境
遇的故事。在小说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传统木
匠、石匠、篾匠、铁匠、铜匠、棕匠等传统艺人的
辉煌时刻，同时也可以看到随着社会的发展，尤

其是工业文明的大势演进，传统技艺遭遇冷落，
甚至逐渐在生活中消失的尴尬。尽管时代在发
展，但中国传统建筑中所追求的“技艺一体”“永
固法”在面对现代科技的挑战时依然能发挥出
巨大效用，实现传统与现代的结合。

苗族作家第代着冬的短篇小说《火车来了》
以两位年轻银饰工艺传承人的视角讲述现代性
与传统技艺的冲突。作者以细腻的笔触描写年
轻银匠满满潜心求学的过程，师父言传身教，并
以最严格要求训练其技艺。在一项项琐细的训
练中，传统匠人德艺双修的精神血脉也灌注到
了年轻人的血脉里。面对象征现代性的“火车”
来了，满满并不为金钱所诱惑，终于打造出了最
顶尖的作品“百鸟醉”。然而，满满心爱的女孩
在火车来了以后，面对着外面多彩而陌生的世
界，乘着火车去了远方。尽管满满一心想坚守
传统，然而还是坐火车离开了故乡。至于去了
哪里，是否能坐火车回来一起振兴乡村，我们不
得而知。而村里的另一位银匠，一切“向钱”看
齐，甚至为了钱放弃手艺，走上违法犯罪的道
路。相较而言，这篇小说容量跟作者想表达的
思想不成比例，题材也并不是很新颖。“火车来
了”的故事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见于铁凝的
《哦，香雪》。几十年来，这类故事不断出现，反
映现代性在不同地域和文化中的相同或不同的
症候。

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宽，一些汉族作家的少数
民族题材作品也密切关注传统与现代的辩证关
系。例如，刘亮程的小说《本巴》是对蒙古族英雄
史诗《江格尔》精神的现代性传承。小说以本巴
国和拉玛国之间的战争为线索，通过“搬家家”

“捉迷藏”“做梦梦”三个儿童游戏为结构追寻人
类失去的童年。这部小说对史诗故事框架进行

“重述”，并在史诗文本与小说文本之间形成“互
文”。《本巴》的特别之处在于刘亮程以“江格尔
奇”的身份对史诗进行了现代性的“改造”，从而
使《江格尔》流变方式由传统地方性知识的史诗
演唱向现代小说叙事转变和传承。这种传承不
是建构在情节、人物和史诗文本结构的复现，而
是对史诗中所蕴含的人类原始本真、天真思维的
延续。刘亮程立足于现实，以真切的情感对传统
的民族诗性智慧进行了弘扬。就语言而言，《本
巴》延续了刘亮程诗性写作风格，句子充满灵性
和哲理。同时，当地方言、民族用语等多声部语
言混融在一起，如一部境界宏大的“交响曲”。这
种创新的背后，其实是多民族语言文化交融后产
生的艺术张力。

现代性与民族性共生的审美张力

现代性社会是倡导多元文化共生的社会，只
有文化的多元才能激发出更多的文化活力。然
而，面对不同的民族文化，现代性的反应有所不
同。通过基于多民族语言文化的小说创作，我们
可以略窥多元民族文化与现代性结合后产生的
审美景观。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浪潮的

涌起，加快了社会转型和经济发展，尤其是城市
化进程的逐步推进，对传统的价值观念造成了一
定的冲击。探究社会转型期藏族知识女性人生
经历，表现她们在平凡现实生活中的憧憬、焦虑、
彷徨、觉悟等复杂心理和多样人生，多年以来都
是藏族作家尼玛潘多创作的焦点。她的新作《风
起塔金》也延续了她长期创作的母题。尼玛潘多
从女性视角出发，在平静的叙述中，对主人公从
童年、读书生活到就业工作以及人到中年的各个
人生阶段进行了着力叙述，尤其是深入地对白玛
措吉在人生价值的实现、独立意识的追求、浪漫
爱情的憧憬、人生意义的思考等多方面进行了探
索。某种程度上，白玛措吉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
程折射出的是社会转型期普通知识女性共有的
人生问题。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特殊地域和时代历史
的产物。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它一直作为一种特
殊的景观，给人们以巨大的想象空间，尤其是对
从未去过兵团农场的人而言，它更是充满着神秘
性和陌生感。维吾尔族作家阿舍在新疆农场出
生长大，对农场有着特殊的情感，她的长篇小说
《阿娜河畔》就是聚焦这一题材。“阿娜”在维吾尔
语里是“母亲”的意思，作者以此作为小说名，可
以看出创作者对农场的感情至深。正如作者所
言，兵团对她，“像一位至亲之人，不管你走到哪
里，你都不会忘记他、丢下他”。虽然作者选取的
写作对象是几个普通农场和建设者，但农场几十
年的社会历史变革得到了有力演绎，主要由转业
军人、支边社会青年、知识青年组成的兵团人拓
荒、建设、奉献的家国情感史得到了尽情的抒
写。可以说，《阿娜河畔》为作者完成了一次“乡
土”情感的建构，为“农场叙事”增添了新的审美
维度。

游牧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一
直以来，游牧民族都有着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
存理念，这对于我们解决现代工业文明冲击下
的生态危机有着重要的启示。树立理性、科学
的可持续性发展观念，才能修复和重建人与自
然和谐发展的关系。在广袤的自然界，动物是
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与人类平等共享着自然
的一切。正如蒙古族作家格日勒其木格·黑鹤
所言，“动物是与人类并行的精灵，所有的生命
都是平等的，我们都是大地的孩子”。近年来，
他的创作，绝大多数都是以草原游牧生活为叙
事背景，叙述牧民与动物之间的故事。他的小
说《叼狼·双子》以两只猎犬的成长经历为线索，
叙述了天生充满野性的猎犬从现代城市文明回
归传统草原文明中的蜕变，以及蒙古人延续几
千年的猎犬颂传统，还有大兴安岭的深处使鹿
鄂温克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存法则等故
事。在他的笔下，我们看到：“游牧人的生活从
来不是绿野牧歌，真正是一种坚韧的生活啊。”
那些具有野性的猎犬、马群、驯鹿是自然生命的
重要部分。它们需要爱和自由。在现代性面前，
如何延续它们的血统，找到一种传统与现代的平
衡力，这不仅是黑鹤在生活中努力践行的生活理
念，也是他创作实践的真实表达。在他的文字

中，仿佛抹平了现实生活与文学创作的界限。他
以实录的精神诠释别样的游牧生活。

时代的“交响”

歌德曾说：“一篇有意义的文字就同一段有
意义的讲话一样，只能是生活的结果；作家同一
般有作为的人一样，很少能制造自己诞生与活动
的环境。”作家生活在特定的时代，是时代的记录
者，对于时代发生的变革、历史事件、重要时刻当
然不能熟视无睹。自觉担任时代的记录者和书
写者，尤其是记录现实生活的重大实践，亦是作
家的一种职责。

羌族作家谷运龙的长篇小说《两江风》是一
篇紧跟时代节奏、反映民族地区社会历史变革的
小说，也可以说是较为典型的“扫黑除恶”题材小
说。整篇小说情感丰富，充满政治智慧和政治情
怀，读起来悬念迭起，有惊心动魄和酣畅淋漓之
感。这跟作者长期的工作环境密切相关。相较
于学院派的知识型作家，谷运龙有着丰富的社会
经验和人生历练，做过县长、县委书记、副州长和
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而《两江风》反映的是主人
公党一民在民族地区从县长一路到市委书记的
从政历程中，与黑社会老大熊天坤和恶霸人物贺
胡子斗争的故事。这样看来，主人公与创作者有
着相似的经历，而他的名字“党一民”就有着“党
一心一意为民”的内涵，这也可以看作是谷运龙
此篇小说的主题所在。谷运龙曾说：“观照现实、
反映现实甚至批判现实将和自己结伴前行，终此
一生。”整篇小说围绕着民族地区近三十年的发
展变革而展开，小说中的“菜霸”“保护伞”“集资”

“群体上访”“安置下岗职工”“解决就业”“发展经
济”“建原生态文化实验区”“民族文化的保护”等
关键词，可以看作是民族地区社会历史发展的浓
缩。小说正是以现实主义的精神生动诠释着“党
一民”们的人民情怀。我们只有将小说置于现实
主义文学话语中，才能理解作品的丰富内涵和创
造性价值。

彝族作家吕翼和汉族作家刘建忠合作的长
篇报告文学《重器之基》，是对云南省昭通市巧家
县白鹤滩水电站移民工程的书写。两位作者以
真实的笔触，对发生在家乡的重要历史变革予以
记录，对白鹤滩水电站工程所带来的社会意义和
价值给予了“重器之重”的阐释，尤其是对移民工
程中广大人民群众所体现的牺牲和奉献精神进
行了抒写。在文本中，当地人如何最大限度地保
留和保护地域性文化，赓续地方文脉，是两位作
者关注的重点。大量地方民间谚语、俗语、歇后
语的运用，为偏于理性和客观的文字增添了文
采。整体而言，整篇文本能在真实、客观基础上，
进一步完善人物形象的立体刻画和塑造，会增添
更强的艺术效果。

乡村振兴是当前非常重要的战略，承载着广
大人民对幸福美好生活的愿景和追求。文学产
生于现实。这一时代命题也在当下少数民族小
说创作中得到了反映。瑶族作家陈茂智的长篇
小说《红薯大地》书写了湖南大瑶山卖米洲从脱

贫到致富振兴的故事。小说以卖米洲“吃饭问
题”为线索展开叙事，叙述三代农人的奋斗史。
祖父冯民富是当年大队支书，以传统农耕方式种
红薯大获丰收，带领村民在艰难中奋斗，以红薯
替代粮食交公粮，解决了村民一时之困。儿子冯
得意在改革开放后外出务工创业，成功后回乡投
资反哺，推动当地文化旅游产业。孙子冯家驹研
究生毕业在外企工作积累经验，并以现代环保、
健康、经济的新农业模式创业成功后回乡投资，
激发农村新活力。作者笔下三代人不同的奋斗
模式，构成了当地经济社会不断发展演变的强劲
动力。

翻译作品的多重景观

我们国家民族语言众多，多民族语言创作
一直是中国语言文化多样性的重要体现，而少
数民族语言作品译介出版一直是多民族文化互
动交融的重要表征。2022年的少数民族译介
作品，亦有很多作品值得细读。例如，藏族作家
拉先加的短篇小说《牧羊人次松次仁》（增宝当
周译），主要讲述牧羊少年次松次仁在羊群失窃
后与盗羊人斗智，并救助被困在山崖上的山羊
的故事。整篇小说篇幅不长，作者双线叙事的
手法使得小说悬念迭起，大量藏民族民间谚语、
俗语的使用也为小说增添了民族文化色彩，使
我们感受到传统牧业所面临的冲击，体会不同
的民族语言文化心理。维吾尔族作家热孜古
丽·卡德尔的中篇小说《幸福，请你等待我》（铁
来克译）讲述发生在新疆的两个不同民族家庭
的故事。小说生动诠释了什么是爱，什么是幸
福，什么是民族团结和融合。在文本中，我们看
到不同民族语言文化的互动、不同民族间互助相
帮的细节。

还有一些作家的作品是涉外题材的。2011
年3月11日日本大地震无疑给当地的人造成了
无法弥补的伤痛。朝鲜族作家蔡国范的短篇小
说《那扇门》（成龙哲译），以来自中国在东京打工
的“我”为视角，讲述那次地震在平凡人身上的创
伤。现代都市人的冷漠、孤独，甚至扭曲的心态
通过“那扇门”得到了展示。

总之，审视2022年中国少数民族小说创作
所取得的成就，我们可以发现，以不同视角对少
数民族经济社会、历史文化进行书写，成为作家
们创作的主调。在异彩纷呈的小说文本中，多样
性民族文化得到了有力展示，传统与现代的碰
撞、冲突、融合激发出了强大的创作活力，地方性
知识的现代性转化、传统与现代的共生、主流价
值的弘扬等，无不显示出少数民族文学的独特性
和旺盛生机，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作出了贡献。

［作者系四川师范大学中华传统文化学院青
年教师，本文为2022年度四川师范大学“中华文
化与西南区域文明互动研究中心”“简帛与石刻
文字研究中心”2022年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口头
文学理论研究困境与策略研究”（项目编号：
HDZX202209）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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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米希依提（1906-1972）是一位在维吾尔
族文学界占有重要地位的诗人。出版界先后出
版了他的《祖国恋》（1957年）、《塔里木姑娘》
（1963年）、《心声》（1980年）、《尼米希依提诗
选》（1981年）、《尼米希依提作品集》（1995年）、
《尼米希依提诗歌精选》（2011年）等不同版本的
诗集。

尼米希依提的诗歌创作开始于解放前，代表
性的诗歌有《伟大的中国》《觉醒了》《黎明的礼
赞》等。这些诗歌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都表达
了诗人心里对祖国的热爱和对解放时刻的盼望，
同时也展现了诗人在祖国的怀抱里“心有所安”
的归属感。其中，1942年5月，诗人在自己的家
乡阿克苏创作的《伟大的中国》一诗，可以视为他
早期的代表作。在《伟大的中国》中，“写在/伟大
的中国！我的母亲/山、林、花、海全在你的胸中/
黄金的土地，富庶的高原/你雄伟的身姿毗连着
天穹”，全诗的第一句就满怀激情地把祖国——
中华大地比喻为自己的母亲，并以自豪的笔调抒
写了“母亲”的富饶、魄力与温暖，表现出一种归
属感。“写在/黄河，长江飞流，一泻万里/是你英
雄的气概，民族的秉性/昆仑、天山巍峨，横跨千
里/是你强健的双臂，忠诚的卫兵”，作者突破了
边缘性倾向，写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同源性、同
构性。在诗作的最后，“胜利了！你仍然在苦思/
祖国啊！你应该闯出一条美好的远景/你最相信
你的中华儿女/将会唱出你从没听过的歌声”，诗
人表达中华儿女对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取得胜

利和祖国繁荣富强作出应有的贡献力量的意志，
表达出顽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诗人在
1947年写的《觉醒了》中写道，“人民在奋斗，像
高山崛起/冲破这黎明前夕的一抹黑暗/废墟上
将插上我们的红旗/祖国将是我们幻梦的花坛”，
表达出人民与祖国共存的意识，更生动、更深刻
地书写共同体意识。

新中国成立后，尼米希依提先后写下了《无
尽的想念》《我日夜思念着北京》《致北京》《卡额
里克之歌》《在时代的讲坛上》《执行祖国的命令》
等很多优秀诗篇。诗人在《我日夜思念着北京》
中写道，“你喷吐出幸福和智慧的泉水/鼓舞我们
前进，哺育我们成长”，“北京呵，你给了我无尽的
力量”，诗句表达出强烈的集体意识。而诗人在
《致北京》中继续赞颂北京：“北京啊！我心中的
月亮、太阳、明镜”，“北京啊！我心中的慈母，/你
给了我们幸福的乳泉，/灌溉了我半世纪以来心
中的干旱，/理想的花苞绽放在生活的面前”。诗
人在澎湃激越的情感中，对党的感恩之心和国家
的热爱之情油然而生，共同体意识也在诗歌的比
重中逐步加大。之后，诗人在诗歌《卡额里克之
歌》中写道：“北京呵，升起了金色的太阳/恩人

呵，给卡额里克带来吉祥/痛苦和眼泪被洪水冲
走/百灵鸟在嫩绿的园林里欢唱/幸福的流水灌
溉着卡额里克的田野/只有今天呵，这里才瓜甜
果香/我在这万紫千红的锦绣小城/遥望北京，向
各族人民的恩人致敬！”这里显示出一种大视野
下的共同体书写，突破了一般故乡情书写的局限
性。诗人在《在时代的讲坛上》中描绘了自己家
乡在新时代迈开新步的美好前景，抒发了自己对
于故乡发展的美好期盼。诗作中的故乡情虽然
浓烈，但诗人的故乡之爱并没有囿于地方视野，
而是具有超越性、延伸性，通过故乡表现大时代，
表达了更大空间的时代之爱，诗人由此抒发自己
的故乡之爱与新时代之爱的同一性。诗人在《执
行祖国的命令》中写道，“祖国啊！有了您才有了
一切”，“各族人民，时刻准备着为您献出生命”
等。该诗通过个体性与公共性在命运共同体视
野下的相互依存，阐明了中华儿女的民族观与国
家观的同构性。

柔巴依是维吾尔族诗歌中的一种独特的传
统形式，它往往是由哲理或格言组成的，因此，柔
巴依也可称为“哲理诗”。柔巴依也叫“四行诗”，
在四行中，思想内容可以得到完整而充分的表

达，使之达到无需多加一行一字的程度。尼米希
依提也写了很多柔巴依。其中就有这样一首：

“说是去汲水，其实呢/是去河边与情人相会/从
此，红色的衣裙、缀着饰物的衣领/便频频地涌进
我的梦里。”红色被视为最美丽的对英雄致敬的
颜色。诗人关于“红色”的创作描写更是不胜枚
举，不仅展现出拥有几千年中华文化历史记忆的
古文化，还是中华民族文化谱系的一种镜像式反
映，阐释了中华民族既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也是文
化共同体。

综上，首先诗人尼米希依提诗歌中的“红旗”
“天安门”“北京”“中华儿女”“五千年历史”“中
国”等成为关键词，有力提升了国家形象的表述，
展现出一个具有大爱精神的饱含情感的祖国母
亲形象。他的诗歌唱给北京、唱给祖国，同时也
是对伟大的党和人民的歌颂，祖国、党和人民在
他的诗篇中合为一体，在感情中熔为一炉。其
次，从诗歌理想与诗歌的创作实践上看，我们可
以看出诗人的诗歌始终具有浓烈的共同体意
识。强烈的故乡之爱、新时代之爱以及文化意象
的同一性构成的共同体历史，是诗人尼米希依提
诗歌创作的情感主调。比如，从上世纪40年代

的《伟大的中国》《黎明的礼赞》《觉醒了》《当欢乐
日子来到的时候》等，到50至60年代的《无尽的
想念》《我日夜思念着北京》《致北京》《卡额里克
之歌》《在时代的讲坛上》等。这些诗篇中有着黄
河、长江、红旗、红色等带着特有深层内涵的符号
图景，表现出诗人的共同体意识。


